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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作者简介］景天魁（１９４３－），男，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学会顾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哲学、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

王君柏（１９７２－），男，湖南石门人，社会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

　　编者按：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先生在无锡进行苏南社会建设课题的调研活

动。在其调研间隙，本刊约请王君柏老师对景天魁先生做了专题访谈。这次专访的背景是景天魁在《中国社会科

学评价》２０１５年第二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学并不是从清末民初引入西方社会学才开

始的，而是有自己的起源，这" 源" 就是" 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 。鉴于这一论断关涉到中国社

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刊试图通过访谈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在

访谈中，景天魁先生又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的重要观点。现发表这次

访谈的整理稿，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访谈

景天魁１，　王君柏２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２．江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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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认真思考中国社会
思想史的学科地位问题

王君柏（以下简称王）：景老师，您好！据我所
知，您一直以来都关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从
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一次年会开始，一直到去年的广
州会议，您常常出现在会议上，并且每次都有精辟
的大会发言。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请您谈谈您
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社会学研究
之间的关系。
景天魁（以下简称景）：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对于

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理解吧，或者说我的一
些思考。我有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谈不上研究，
反正这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思考的。多年来，对所
谓中国社会思想史，还有中国社会学史，它的确切
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一向采取的是从众的态度。因
为在我进入社会学界之前，这些学科的含义，好像

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
多深究。刚才你提到１９９９年２月在南开大学，咱们
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或教学的学术

研讨会。我在那次会上，就讲了我当时的思考重点
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广义的中国思想史的区别。
当时考虑这个问题，还是希望能够明确中国社会思
想史的特点，因为过去搞史学的，像侯外庐先生他
们，都是统称“中国思想史”，其中主要是政治思想
史、文化思想史，当然也包括社会思想史。那么怎
么从中将社会思想史区别出来，这就要明确中国社
会思想史的特点。
王：我对您当时的发言印象比较深，后来我在

一篇文章中还引用过，您当时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
史研究的“三条主线、六个侧重”的思路，三条主线
是群己、家国、治乱，六个侧重是在国家生活与社会
生活中侧重社会生活，在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中侧
重社会关系，在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中侧重下层生
活，在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中侧重群体生活，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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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侧重我就有点模糊了。
景：是这样的。当时，我觉得从社会学的视角，

应该关注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它就不可能是人类
的全部思想，而应该是以群体、家国、治乱为主体内
容的思想。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我就提出了中国
社会思想史应该有所侧重———在国家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应该侧重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在经济关系和
社会关系中要侧重对社会关系的考察；在上层社会
和下层社会中侧重对下层社会的考察；在个人生活
和社会生活这个关系中应该侧重对社会生活的考

察；在伦理关系和交往关系中侧重对交往关系的考
察。［１］当时的用意还是希望社会思想史不要太宽
泛，不要包罗太广，它应该有独立性，而要有独立性
就需要确定一个范围。

王：群己、家国和治乱这三个方面能否稍微引
申一点，就是群己到底是指我们中国特定的群体，

比如像家族、家庭或者其它地方社会群体，比如行
会之类。而己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个体，还
是什么？我看费孝通、潘光旦他们做了很多研究，
专门讲这个“己”的问题，有很多较成系统的阐述，

潘光旦认为，就是他把自己这个人做好，那么自然
而然地实际上就把这个社会做好了，他没有把群和
己分开。所以费孝通说，他那一代就差不多把群和
己分开了，说他们做一个事情需要别人给他们鼓
励，是要看别人对他的评价，而潘光旦那一代呢，他
说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就是自己把自己做
好。这是他们对群己的一些理解。

景：他们的这些研究，也是结合了中国传统文
化，或者说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延续。我
觉得群己关系也好，家国关系也好，治与乱也好，当
时提出这三个核心内容，还是从中国社会思想史应
该包含哪些基本内容来考虑的。我觉得真正要搞
清楚这三个问题，当然也许不只这三个问题，还是
要考虑一下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到底是

什么关系。
从１９９９年到今年，已经１６年了，中国社会思想

史的学科地位，并没有像最初所希望的那样确立起
来，反而有点被边缘化的感觉，是不是？你有没有
这种感觉？

王：确实，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研究者的
要求很高，既要懂社会学，又要懂中国传统文化，这
就导致要想透彻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困难比较
大。

景：本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
的学科，为什么却有些边缘化了呢？这里面肯定有

问题。治中国社会思想史确实比较艰难，必须懂点
儿古文，以经学、史学、乃至考古学、民俗学等为基
础，要掌握这些学问当然是很难的。但是这种困难
不足以解释这个学科为什么会边缘化。因为，治中
国社会思想史固然很难，那么治西方社会思想史就
容易吗？那也要下很大功夫，得学习外文，学西方
历史文化，我们中国人从小学中学到研究生，算算
在英文学习上要花多少时间，如果拿出同样的时间
来学习中国古代汉语，那也能学得不错，所以这个
难度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
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对不对？如果它具有重要的
学科地位，再难也有人去攻，去下功夫的。所以这
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继续思考。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
年，又三年过去了，在南开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中国
社会思想史学术讨论会。
王：是的，２００２年的会议我也参加了，我记得您

在会上提出过一个观点，大意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是
社会学的基础学科。

景：对，我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中国社会思想史
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学科。说这个话，表明我已经
在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定义和定位了。
说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学科，意思
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分支学科。我的这个思考，就不
只是怎么从中国思想史里面把社会思想史独立出

来，而是进入到了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
学的关系了。因为，仅仅从中国思想史中把社会思
想史独立出来，还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思想史边缘
化的问题，必须把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
关系搞清楚，才能解决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地位问
题。

但当时我虽然肯定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

社会学的基础，但还没有很明确地讲出这个基础和
社会学具体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觉着很
复杂、很困难。此后，我对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
科的定义和定位问题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
但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研究上，而这个研究，从学术层次上来说
属于社会政策。２０１０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出版了
《福利社会学》一书，这本书表示了一个倾向，就是
试图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跳出社会政策这

个框框，因为大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都属
于社会政策的层面，我们搞个《福利社会学》是什么
意思呢？就是试图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从政策研
究拉回到社会学的体系里面，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研究建设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在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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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关于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以
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多年都荒疏了，没有
足够的精力去做。对我个人来讲，当时这也是身不
由己的安排，但是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和定
位问题，其实在我脑子里还在一直思考着或者说苦
恼着。
王：您那段时间还是多次参加中国社会思想史

的会议，按照我的理解，还是在不断进行这方面的
思考，那么从什么时候才又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这个
领域来呢？

景：前面讲的研究主要是２０１０年之前，到２０１４
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这一年３月份，南开大
学和武汉科技大学先后召开讨论会，这两次会不约
而同都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学
重建以来的发展历程。这么一个主题，又都邀请我
在会上做主旨演讲，这就激发我来思考中国社会学
的发展问题。我就在这两次会上连续地讲了对中
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些看法。这两次演讲稿，后
来整理成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
本问题》［２］，该文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从我
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说，首先就是触及了中国社会
思想史到底应该研究什么、怎么定义、怎么定位，这
一系列问题。当时我讲的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
根本问题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古今问题。能不
能说中国社会学只是从严复译作《群学肄言》一书
才开始？能不能说中国社会学只是西方社会学在

中国的传播史？这些问题我觉着都应该提出来了。
除了古今问题，再一个就是中西问题。中国社会学
与西方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社会学只是

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广和应用吗？现在回
顾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先是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
关系，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的关
系，再进一步思考的就是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
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核心内容
王：您上述这些宏观的、总体性的思考是非常

重要的，对一个研究领域，需要有一些这样高屋建
瓴的工作，才能把框架搭起来。
景：思考过这些后，最终归结到中国社会思想

史这个学科的定义和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因为这些年的经验证明，假设不搞清楚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对群己、家国、治乱的研究，你若还是用西
方社会学的概念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文献
资料，这样搞来搞去，还是不可能适切地研究中国

社会，还是不能从中国自己的学术脉络中建立起自
己的概念体系。我们过去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一
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拿出中国的一些思想资料，

然后用西方的一些概念去套，看看哪些资料用西方
的概念套得上，哪些套不上，就是用西方社会学的
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思想史。这样的研究使中国
社会思想史的地位越做越低，也就越来越边缘化
了。
王：确实，这么分析下来，也就找到了中国社会

思想史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用西方的筛
子来筛选我们的材料，这个问题太大了。实际上港
台地区也倡导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学中国化，其中一
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我们本来就有的一些传统概

念来对现象进行解释。

景：对，我们一定要跳出来，说起来这是一个方
法论的问题，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根本
问题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到底是什么，中国社会思
想史的主轴或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
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有没有
一个主轴，有没有一个核心内容。中国社会思想史
就是从诸子百家到后来，谁说过什么，这是什么？

这是史料。用西方的概念，比如社会化、社会分层、
社会互动等等来套，看看这里面什么可以套得上。

中国社会思想史本身好像什么都不是。
王：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社会

思想史应该是社会学一个基础学科。也就是说这
是一个前提，大家站在中国这个立场上来思考这个
问题，而不是用西方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资料。

景：对。我思考了十几年，中国社会思想史到
底是什么呢？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

就是在中国社会史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文化、中国
精神的滋养下，中国社会学是怎么从中国社会思想
中起源和发展的。这就需要最起码明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如果仍然像
过去那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
从严复以后才有的，那么就只能把严复以前直到荀
子这两千多年的社会思想全都排斥在中国社会学

史之外，不能纳入学科史。
王：这个问题，费孝通，还有拉德克利夫·布

朗，说过社会学的真正鼻祖是在中国，那就是荀
子。［３］荀子其实是很注重“群”这个概念的，布朗说
群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思想。我也研究了荀子
的这个思想，我觉着他讲的也确实是社会学。

景：所以我们还是要下功夫，把这一点好好讨
论清楚。我们古代仅仅就是有个社会思想，还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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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了社会学了？难道不论社会思想多么丰富，就
是都称不上社会学？中国社会那么复杂，中国学术
那么源远流长，难道产生不了社会学？这还是把孔
德提出的这个社会学名称当作是一个标准、一个框
框、一个独占权。在此之前，不论你是什么都不得
称为“学”？搞清楚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社会学，特
别关键。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在理论上明确学科的界限

到底应该怎么划。一种常见的观点，就是认为不光
社会学，全部社会科学，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直
到十八世纪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才有了学科化
的问题。其实这个说法，首先在西方就不是太合
适，不能讲十八世纪之前西方都没有学科，老早就
出现学科了，不过学科的形态、成熟程度不同而已。

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有了政治学，只能说那时候的政
治学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治学不一样，不能说没
有。亚里士多德还创立了（西方）逻辑学、（西方）伦
理学等等，所以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百科”这不就是承认早就有学科了吗？西方社会
科学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说在十八世纪
之前就没有什么学科。确实，在十八、十九世纪出
现了很多学科，但不等于说学科就只能在那个时候
出现，也不能说，社会学只有１８３８年才能出现在欧
洲，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学术脉络中，都不可能出现
社会学，哪怕是不同形态的、“早熟的”社会学都不
可能出现，这不就是露骨的西方中心主义吗！

这里还涉及到关于“学”的用法问题。对中国
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我们中国古代的所谓
“学”，用法不同。您好像看过我的那篇《中国社会
学源流辨》？

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的那篇？我
认真看过了。您提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

不能采取“西方问题＋中国证据”的模式，这是一个
深刻的认识，也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如何看待中国社
会学的学科史有很大的关系。
景：我觉得特别需要明确一点，我们中国自古

以来讲的“学”，与西方讲的含义是有区别的。我们
古代对学科有自己的理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我
们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学，我们的学科放在学派里
面，西方呢，是学派放在学科里面。这当然只是一
个笼统的说法，未必尽然。西方经济学这个学科里
面分了很多学派；社会学里面也分了很多学派。西
方是这样的，学科是个大概念，学派是个小概念。

我们中国古代，学派是个大概念，学科是个小概念。
比如儒家学说，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学科，像孔

子讲的“六艺”，那不就相当于六个学科吗？墨家也
是如此，学派里面分的学科就更多了。墨子甚至提
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工程技术学科，而且墨学中的
工程技术是很专门的。可见，我们是学派里面分学
科，西方是学科里面分学派。难道能说只许西方学
科里面分学派，就不许中国学派里面分学科？或者
说我们中国学派里分的学科就不是学科？这个就

太有点以西方为圭臬了，中国的做法就全不算数。

应该承认，西方在学科里面分学派，中国在学派里
面分学科，只是分法不同而已嘛。

王：其实西方那个时候也并没有都分得那么
清。像马克思还有韦伯，他们的思想就包含历史
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等各个学科，再往前
看，像休谟、卢梭这样的人，他们的学科界限也不那
么清楚，涵盖很广，包含多个学科，并没有把学科分
得那么细。好像只有我们现在才把学科分得这么
细，各学科之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畛域分明。
景：要肯定，我们中国不是没有学科，而是分法

不一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吧。另外一个，就是我
们划分学科的目的和效果也与西方不一样。比方
说，荀子的群学，他不把他的群学单拉出来，与其他
的学科都割裂开，他一定要把多个学科综合在一
起，他的社会学与他的法学、政治学等等，都融合在
一起。融合在一起就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总体性
把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我们中国学术自
古以来就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有很大的关系。孔子
周游列国，给别人讲学的时候，不能说我现在开始
讲教育学，不爱听的可以走；我又开始讲法学了
……．他不会是这样的，他肯定必须把各种学科综
合起来讲，提出一个治国方略，处事方略。然后针
对当时的复杂问题，难办的问题，指出这个怎么解
决，那个怎么解决。这样才有听众，治国理政者才
觉得有用。我们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一个高度综
合的社会，家国同构、政社不分，慢说是我们的社会
科学与西方的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也
不是像西方那样分为代数、几何等等，我们一个《周
髀算经》里边什么都有了，一部《齐民要术》包括了
许多门技术。一个“鸡兔问题”被整体地提出来，求
解一个问题要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是中国学
术的一种形态，是中国学问研究和解决问题的一种
路径。你能说我们中国这一套不是科学、不先进、

不正宗？我国在战国时代就修筑了都江堰、郑国渠
这样的特大水利工程，当时运用的科学技术，不知
比西方的什么水利学、水文学、测绘学、土木工程学
早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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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们就是注重经世致用，注重以问题为中
心，不是为学术而学术。

景：对，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解决问
题。因此，它不是把学科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问
题是综合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学问几千年来都是这
样发展下来的。从中国学术的这一特点看，你就不
好说荀子那里就一定没有社会学，或者他的群学就
算不上社会学，这样讲是没有道理的。只能说荀子
的群学不像西方的学科那样边界清晰（其实西方社
会学的学科边界也未见得有多么清晰），但是群学
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学科这个
界限问题，我们不应该就只认可西方的标准，不顾
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特点，完全拿西方的标志来衡
量中国，从而得出中国没有社会学的结论，这个我
觉着太武断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时间界限问题。多少年来流

行的说法，都只是认定中国社会学史从严复译书开
始算起，认为那是中国社会学的开端，至今也就一
百多年吧？

王：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大概是

１８９７年开始翻译，１８９８年陆续在报纸上刊登，后来
全部放到一起出版，时间应该是１９０３年，书名也才
正式定为《群学肄言》。
景：这样算，也将近一百二十年了。那么一百

多年来，学术界都是说１８３８年孔德创立了社会学，
这个在我们脑子里印象太深刻了。其实他只是提
出了“社会学”这个名称，可是，现在一说中国战国
时期的荀子创立了社会学，却就成了天方夜谭。中
国怎么可能早人家两千年就创立这个学科，中国人
有那么神奇吗？中外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

王：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受到了很大的打
击，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就开始认为西方的就是科
学的，就是真理，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也需要西
方人肯定了，自己才开始有点信心，比如说，诺贝尔
奖获得者西蒙，他说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家是我们
的司马迁，这是外国人说的，外国的名家说的，我们
听起来感觉就能接受。所以，还是这样一个以西方
为圭臬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学术界还是比较普遍
的。

景：我觉得费老晚年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他
说西方的学问自古以来就是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
然的关系；我们中国老祖宗呢，自古以来就是重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既然这样的话，可以说关于人
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构成了我们中国学术极为

丰富的内容。《论语》也好，孟子、荀子也好，大量讲

的就是社会，人和社会，社会治理等等。如果说古
希腊在宇宙观、自然观方面做出的贡献比较大，那
么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
创立某些学科，也不足为奇。

王：所以，潘光旦对中西方的社会思想作了一
个总结，他的看法是最终形成了一个新人文史观。
这个新人文史观就是讲的中国这个人文传统最后

会统摄所有的人文思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
文传统的一种延续。

景：我们回过头看，荀子在战国末期创立群学，

就当时来说，也是有社会实践基础的，那时的社会
关系已经非常复杂，人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
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在此基础上创立
群学，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样来看，我觉
着虽然荀子创立的社会学或者群学，与后来我们见
到的社会学在形态上有所区别，但是，我们应该承
认荀子群学里面很多概念、很多思想，与我们现在
所接触的西方社会学是很契合的。像我们刚才说
的群己关系问题，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研究，有些
概念可能西方提得比较明确，而我们有些概念可能
在内容方面更加丰富和深刻。群己、公私就是很典
型的例子。中国人讲这个“己”，和西方人讲的个
人、自我，就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显然我们这个“己”

的概念内容更加丰富。
王：对，中国讲的“己”，最终落到孔子讲的从心

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群己自然融为一体的路径，
群和己融为一体，也就是西方讲的个人与社会融为
一体，没有对立。

景：我们讲这个“己”，既可以指自己也可以是
家庭，当你走出国门，这个己方就是中国，它不像西
方那个个人概念那么固定。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
“圈”，像费老讲的，是不断往外推的差序格局。所
以我们这个群己关系要复杂得多。我们这些思想、

概念含义要丰满得多。不能说我们这个就不是社
会学，只有西方那个是社会学，这显然没道理呀。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是
中国社会学起源和发展史
王：景老师是否可以说，把这几个层次的问题

讲清楚了，就自然可以进一步确定中国社会思想史
的定位问题了。
景：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问题搞清楚了，就可

以确立起一个观点：什么叫中国社会思想史？它的
主轴是研究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的。这样，中
国社会思想史就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了！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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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这我们后面再谈。首先要看到，把中国社
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起来，中国社会思想
史就不可能被边缘化了。因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和
中国社会学史一致了以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解决
了原来习以为常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原来认为
中国社会学史就是西方社会学传播到中国以后才

开始的。如果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
一致起来，那么中国社会学史老早就开始了。不是
从严复译书才开始的，也不是从孔德发明“社会学”
的名称才开始的。这样一来，比如说我们要讲清楚
现实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追
溯它的历史演变。因为现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
的延续嘛，在这个时候人们就会认识到，假如我不
学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我就搞不清楚
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那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可能被
边缘化了。如果像原来那样，中国社会学史只是西
方社会学的传播史，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边缘化问
题当然就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中西社会学的关系，

也就是我说的那个“源流问题”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一旦把这个关系搞明白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会
边缘化了。否则的话，社会学就是人家西方社会
学，那你中国社会思想史再说重要都没用。它就难
免是可有可无，可学可不学的。但是，如果中国社
会学不是西方社会学的翻版，而是有我们自己的起
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你要理解社会学这些概念，
就必须追溯我们历史以来的家国关系是怎么演变

的，我们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是怎么演变的，这样才
能理解的话，那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没法边缘化了。

但是我说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
致”，并不是说二者完全等同。为什么呢？这就是
“社会思想”和“社会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首先
一点，从层次上来说，社会思想包含的层次很多。

社会思想里面包括的一层是社会哲学思想，第二层
是社会学思想，第三层是社会管理、治理等技术和
实用方面的思想，这些都是社会思想。社会学史，
只是这个学科的历史，是社会学这一层的发展历
史。它不应该包括社会哲学，也不包括工程技术性
质的社会管理。
王：就是说社会学史它就是一个学科发展史，

可以这样说吗？

景：社会学，在它的上面有社会哲学，那应该属
于哲学，而不属于社会学史，但社会哲学思想也是
社会思想。社会管理技术思想也是社会思想，但那
也不是社会学。所以，中国社会思想史包含的层次
应该比中国社会学史包含的层次要多，这是它们的

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从时间跨度方面来说，
中国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学又有区别，如果说中国
社会学史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那么
在荀子之前，中国还有好长时间的社会思想史，夏
商周三代呀，孔子、老子、墨子都比荀子要早很多
年。荀子群学也是之前好长时间历史积淀的结果。

所以，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社会思想史涵盖的历史跨
度应该比中国社会学史还要久远。总而言之，中国社
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一致起来了，是一致在哪里
呢？中国社会思想史应该以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

展为主轴，但不限于中国社会学史。这样的话，也就
和我２００２年的那个观点一致起来了。就是中国社会
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学科，它的涵盖更广泛，
时间跨度更长。这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
史的一致和区别。把这两个关系搞清楚了，我觉得我
们才能够讨论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如果这些问题都
搞不清楚的话，我们中国社会学将来能发展成什么样
子？发展的结果是不是费老讲的从中国土壤里面生

长出来的学科，这都成问题。
我们还要以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

基础，着眼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加强学科建设，回
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这样一个
脉络下来，不论从内容的丰富性也好，从学科地位
也好，从学科作用也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
起，我们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就解决了。它作为一个能够回答中国崛起中的社
会问题的学科，当然就是中国学术昌盛的一个当之
无愧的组成部分，这样，它在世界社会学中的地位
也就确立起来了。不然的话，西方人会说：“你这个
学科都是学的我们的，你那个概念都是我们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前说的，你那套东西无非都是对我们的
牙牙学语罢了“，那你不可能有什么话语权。

王：对，真正有民族性的东西才会成为一个国
际上的中国学派，不然的话，永远就是西方学派的
一个应用。
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国际会议上，当西方

学者听到中国学者运用几个舶来概念，来解释中国
的现实问题，人家会怎么想？就如同我们听外国人
来讲《周易》，讲“道”这样的概念，难免觉得不解就
里。同样，我们搬用西方的理论，搬用得对不对就
难说了，很难想象英法德美这些国家的学者会承认
我们对西方理论能比他们理解得更好。所以，你什
么时候都是小学生，因为你们没有自己民族、自己
国家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学科历史和学术传统。
王：对，就是没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费孝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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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始终强调的也是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这么多人，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方，文明一直延续着，一定
有很多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现在的社会学，应该将
这些经验教训整理出来。

景：当然我们不是牵强地非要把中国社会学的
历史追溯得很远，我们还是应该有根据嘛，应该是
客观的，实事求是嘛。但是，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
一个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传统，
这个学科的地位是很难讲的！中国社会学只要没

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用的概念都是人家
西方的，就很难自称是“中国社会学”。当然，不是
说人家西方的东西都不好，我们都不能用，不是这
个意思。但是，如果一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都用
人家的东西，这个学科可以说就永远没有前途。

王：我看到费老在晚年的讲话，就对套用西方
概念深恶痛绝，反复在讲，说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家
里，抄别人的概念，你写了文章，得了学位，你文章
发得再多，这恐怕都不能证明你有水平，也都与社
会学的学科建设没有任何关系。
景：是啊！所以，需要我们搞清楚中国社会思

想史的定义和定位，要搞清楚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
国社会学是什么关系，要搞清楚中国社会学与西方
社会学是什么关系。我们费这么大的劲来论证中
国古代是有社会学的，那么现代的社会学和古代的
社会学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决定中国
社会学的命运和前途。

四、增强文化自觉是发展
中国社会学的必要前提

王：讲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景
老师能不能探讨一下，因为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
个问题，那就是费孝通晚年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讲社会学学科，始终讲的是社会学的知
识，但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一个知
识分子，作为一个学者，我们自己是摆在一个什么
样的位置？您刚才也讲了，中国有一个经世致用的
传统，这个“用”，应该是用于国家、社会，也就是说，

知识分子有为天下、为国家的发展而思考，为它尽
一番力的这么一个动力，而所有这些应该具有一个
前提，就是知识分子应该跳出自己的饭碗意识，不
是为了我自己的饭碗问题，我去发文章。我看了费
孝通晚年在《南方周末》的谈话，大概是２００４年，还
是稍微早一点的时候，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庸
俗，为什么庸俗呢，因为没有跳出这个饭碗意识，为
了自己的饭碗而去思考问题，这样就势必导致你无

法真正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你没有为天下为国家
考虑啊，所以他说，不庸俗的人极少，他提到的比如
顾炎武、丁文江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人，他说他们
真正是跳出来了。那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研究
思想史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传统到
底是什么，我想，比如说这种士大夫阶层的为国家
为社会而奋斗的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中
还能起作用，那么这个问题，不知道景老师怎么看？

景：我记得，费老有一次就讲到，２０世纪三十年
代的时候，有一些人批评他，意思就说，他们那个社
区学派，在那里搞实地调查，不过是讲了些具体的
事情，而在学院派的人看来，你那不是纯学术。对
此，费先生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反驳了，意思是说，所
谓的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是不足取的。费老自年
轻的时候就坚持，中国的学术就是要经世致用，就
是要解决中国的富强问题的，而不是在那儿无病呻
吟，不是躲在象牙塔里自己玩玩所谓概念，对社会
没有用处，那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费老终其一
生，都是一以贯之，直到晚年他领导恢复重建社会
学，他是志在富民，他认为中国社会学是要为解决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服务的，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服务的，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非常非
常明确的问题。费老所认定的真学问，就是能够解
决中国问题的学问。他反复讲过这个意思。否则
的话，你说了半天，什么用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回答
不了，那能叫学问吗？

那么，怎么来做真学问，那就要本着高度的使
命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费老有非常强的
使命感，无论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都是肩负着知
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责任的。他有挨整的
时候，也有风光的时候，他的这个意识始终很强，支
持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不可能把学术只是当成个人
的利益，当作饭碗来看待。这个坚持，也不只是费
老，是代代相传的中国学术传统。

王：我们现在主张恢复传统，但我觉得这个传
统应该是可恢复的东西，我不太同意一天到晚让小
孩读经，穿个汉服搞个什么仪式，我觉得这些可能
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继承那种真正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包括刚才讲的，精英阶层的责任意识。

我曾经和微软的一个员工聊天，他说，我们老板一
天到晚比我们辛苦多了，他们上班的时间一天是十
六个小时，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感
啊，什么事情他们都是要负责的，我们普通员工是
不需要负责任的。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国外是精
英把这个社会责任承担起来了。中国有的老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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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晚花天酒地，把责任推给底层了。我们要使这
些精英们承担起责任。这虽然只是他们企业界的
一个说法，也符合我们中国思想的传统，那就是，精
英们确实要把责任承担起来。

景：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我觉得最宝贵的就
是这个，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我们
是做什么的，都应该有此情怀。我们研究社会学
的，更是要牢记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中国的
学问，中国的学术，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一
定要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结合起来，不要去追求那种
什么用处都没有的学问。特别是我们现在做学问
的物质条件，都比过去好多了，吃不愁穿不愁，在这
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要太去
受那些世俗的物质利益之类的诱惑。

王：不是说知识分子一定要受穷，但是知识分
子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追求钱。

景：对啊，我们要做社会中敢于担当的人，最肯
为国家为民族负责任的人，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在
社会上才会受到尊重。
王：这还是一个中国传统的问题，我始终认为

这种传统，一定是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作用的那种
传统，它才值得继承。

景：结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
把这种精神，渗透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
的内容里面。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不是要背下来
《论语》里面怎么说的，《道德经》里怎么说的，当然
这个也需要了解，但最重要的是要学到中国学术的
这个根本、这个灵魂。中国社会思想史把这个事情
做好了，它的学科地位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们相信
现在和今后一代一代年轻人，他们是会认同这种精
神的，也会继承这种精神的。
王：尤其是当中国进一步强大起来以后，这个

自信可能还是会越来越强的。
景：对，尤其是社会学。我们中国的社会，在全

世界来说，不仅是最大，也是最复杂、历史最悠久
的。我们的社会学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资源，一定要
以我们中国这个宝贵的历史资源为基础，这样，我
们这个学科，在世界上就可以受尊重了。
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应该是很广阔的。我们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
学和研究，不要以为我们就是传播点历史知识，传
播知识只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手段，真正重要的是
要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学到中华民族
的精神和传统，接受这种熏陶，确立起一种好的人
生理想和处事的态度行为等等，那这个学科所发挥

的作用就大了。中国社会思想史从内容到形式等
各个方面，都不能越走越窄，那样就会边缘化，所以
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是不是？
我们真正把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做好，把

它真正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础，确实放到这个
位置上去，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了解
中国社会学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了解它
是内容非常丰富广阔的一个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
的学科地位自然也就确立起来了。
我们也不要刻意去追问“国学热”对不对，什么

东西都可能是有所偏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在
这个过程中，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这个
学科建设好。我认为，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思想
史，真正看作并且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
展史，以此为主轴，把它的内容丰富起来、系统起
来、凝练起来，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些中国精神、中国
学术基因的话，就完全可以吸引很多学生来选这门
学科。有很多学生来选这门课，这门课的地位自然
就提高了。所以，２０１４年我在南开大学演讲的时
候，还提了两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社会学教
学，不要一开始就讲社会学概论，应该从中国社会
思想的历史脉络讲起。先讲中国社会学的，沿着战
国时期以来两千多年的丰富脉络，以中国社会学的
起源和发展为主轴，结合着中国社会的演变，然后
讲到清末民初，西方社会学的引入。
王：然后再讲西方社会学。

景：对，然后再讲西方社会学，中西社会学的会
通，以及后来的发展。这样，在学生的观念中，就有
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地位了，他很自然地就会考
虑，西方社会学哪一条是适合中国实际的，哪一条
是普遍有效的，哪一条只是适合西方的情境，因而
是特殊的。现在呢，一上来就先讲社会学概论，讲
的其实都是西方社会学的东西，先入为主地确定了
它的“公认的”、“正统的”近乎真理或者是基本原理
的地位，这就等于告诉学生，社会学就是这个，不是
别的，只有这个才叫社会学（其实是西方社会学），

其他的都不是社会学。然后再去讲中国社会思想
史，那学生就觉得，这个不符合“社会学”，与人家西
方的“标准”说法不一样，所以就称不上社会学。

我在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的会议上都讲

过，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和老一辈社会学者的区别
在哪呢？区别就在于我们对中国的学术传统或者

说对国学没有根底。没有根底，见了西方社会学也
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也就谈不到鉴别力。吴文
藻、潘光旦、费孝通以及他们那一代社会学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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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学得国学，对中国学术有修养、有根基，人家
就有比较、有鉴别，知道中西社会学的区别是什么，
所以他们能有文化自觉，觉悟到社会学要“中国
化”，能够理性自觉地看待中国社会，认为应该从中
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我们一开始学的就
是西方社会学，基本上不知道中国社会学的源流是
什么，要建立起文化自觉，从何谈起？
王：所以确定一个主体立场很重要。
景：我为什么主张要从中国社会思想史讲起，

就是这个原因。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就
是先学习中国的东西，然后再出国留学，学了西方
社会学，所以他们能够真正融会贯通。换言之，就
是先建立起对中国学问的认同，就不会轻易相信
“凡是不符合西方那一套的，都不是社会学”这样的
霸道逻辑。
王：所以费老晚年才反复地讲，需要文化自觉。
景：费老为什么强调文化自觉，为什么他讲要

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他用词是非常谨慎的，他
说是“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４］，实质上他思考的
问题，是到底什么才称得上中国社会学。不然的
话，他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怎么讲了好多
自先秦诸子以来，宋代理学、陆王心学等等传统上
认为是哲学史、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内容？
这些怎么能进入社会学的学科范畴呢？据我体会，
费老实际上是告戒我们，不要再去拿西方社会学的
界限来框中国社会学，先秦诸子那里有社会学、宋
明理学里面有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里面有社会
学，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宝贵学术资源，我们要

扩展眼界，不要自我束缚，我体会他实际上是这么
一个用意。所以，我的理解，费老讲的不仅仅是个
学科界限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学的最根本问题。这
也是我的那篇论文，以及此前的两次演讲，题目叫
做“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的缘由。
王：费老那篇文章我反复阅读过，信息量很大，

是大思维，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思考，是他
论述文化自觉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
景：非常有意思！我看了多少遍，我就琢磨费

老讲的其实不仅仅是学科界限，不仅仅是怎么扩大
学科界限。费老实际上是讲的中国社会学的根本、
根源、基因，是被流行的《社会学概论》忽略了的人
文性的内容，天人之际、群己之别、将心比心，……
这是回答中国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费老晚
年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是
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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